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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研究的重点。在目前的版本中，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探讨了商品形状与性别

的联结（实验 1 和 2），第二部分探讨了代言人性别与商品形状的匹配作用（实验 3 和 4）。

尽管两部分内容之间具有内在逻辑，但作者需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在哪部分。研究的重点关乎

问题提出的角度、文献综述的呈现以及几个研究之间的顺序安排。如果作者的重点在第二部

分，那么，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都可以从代言人性别与商品形状的匹配效应入手，从形状-

性别联结的角度解释为何会存在上述匹配效应。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形状与性别的内隐

联结上，其主要原因是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以往研究发现人们普遍更加偏好

圆润而非有棱角的形状(Bar & Neta, 2006; Silvia & Barona, 2009; Westerman et al., 2012)，但此

类研究多使用抽象的线条和形状作为刺激物。近期研究采用更为具体、复杂的形状作为刺激

物，如产品形状和品牌标志的形状，发现不同的形状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Jiang, Gorn, Galli, 

& Chattopadhyay, 2016; Orth & Malkewitz, 2008; Spence, 2012; Underwood, 2003)，从而导致个

体的形状偏好存在情境差异(王海忠、范孝雯和欧阳建颖, 2017; Zhang, Feick, & Price, 2006)。

我们的研究首次系统地考察形状与性别之间的联结，并证实这一联结的内隐性及其对个体形

状偏好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具有跨情境的普适性，是对现有关于形状象征意义和个体形状

偏好文献的重要补充，在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相比之下，代言人性别和商品形状

的匹配效应是该内隐联结在特定消费情境下的运用，其研究结果更多地展现了本文的应用价

值而非理论价值。 

在综合考虑期刊的定位和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之后，我们在本轮修改中对论文进行了重

新定位，将研究重点放在形状与性别之间的内隐联结上，并据此对论文内容做如下主要修改： 

(1) 在“问题的提出”部分强调本研究的重点是形状与性别之间的内隐联结(参见 p.1)。 

(2) 在研究假设部分加强对形状—性别联结的推导，并明确说明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的



匹配效应是该联结在消费领域中的应用(参见 pp.2-3)。 

(3) 补做新的实验，通过三个实验(实验 1-3)为形状—性别联结提供充分的实证支持。在此基

础上，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实验 4)验证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的匹配效应，以展现形状—

性别联结的营销启示。我们将修改后的四个实验总结在下表中： 

表 1：实验概述 

 实验设计 实验结果 实验目的 

实验 1 

(原实验 1，

但补充了后

测) 

2(名字的性别属性：男性或

女性)×2(边框形状：方形或

圆形)两因素被试内设计。 

被试对方形边框中的男性名字比

对圆形边框中的男性名字的分类

反应速度更快。在判断女性名字

时，该效应反转。 

 验证 H1：形状与性别之

间的内隐联结； 

 排除边框面积大小的竞

争解释。 

实验 2 

(原实验 2a) 

单因素实验设计，被试根据

自己的性别被分配到产品

使用者为男性或女性组。 

当消费者为自己购买时，男性消

费者倾向购买外形有棱角的产

品，而女性消费者倾向购买外形

圆润的产品。 

 验证 H1：形状与性别之

间的联结。 

实验 3 

(新实验) 

单因素实验设计，被试被随

机分配到收礼者为男性组

或收礼者为女性组。 

相比于送礼给男性朋友，被试更

有可能为女性朋友选择圆形的产

品。并且，他们在意识层面上无

法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受到了产品

使用者性别的影响。 

 验证 H1：形状与性别之

间的联结。 

 证明形状与性别之间的

联结是内隐的。 

实验 4 

(新实验) 

单因素实验设计，被试被随

机分配到品牌性别形象更

加男性化(雨果博斯品牌)或

更加女性化(香奈儿品牌)的

实验组。 

与男性化品牌相比，被试在面对

女性化品牌时更加偏好圆润而非

有棱角的产品。产品形状与品牌

性别形象之间的匹配程度在该影

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 

 验证 H2a：品牌性别形象

对产品形状的偏好。 

 验证 H2b：中介机制检验 

 

意见 2：综述逻辑与研究内容的对应。作者提出了代言人性别和商品形状的匹配效应，并认

为消费者的加工流畅性引发了这种匹配。研究需着重探讨加工流畅性，将加工流畅性作为中

介变量。目前，实验 4 中的中介变量“品牌形象性别”没有涉及到真正的心理机制。因此，建

议加一个研究，探讨加工流畅性，从而增加综述与研究内容的一致性，并增强研究的说服力。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本文新的定位，我们首先修改了研究假设，提出

品牌性别形象(而非代言人性别)和产品形状的匹配效应(H2a)，以及产品形状和品牌性别形象

的匹配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H2b)。根据我们的理论推导，形状—性别之间的内隐联结导致

消费者认为圆润的产品与女性化品牌更匹配，而有棱角的产品与男性化品牌更匹配。感知匹

配性提高了他们在处理相对应产品信息时的流畅性，进而提升产品偏好(Aaker & Lee, 2006; 

Cesario, Grant, & Higgins, 2004)。 



在实验中(修改后论文的实验 4，参见 pp.10-12)，我们发现被试在面对女性化品牌时更

喜欢具有圆润外形的产品，但是在面对男性化品牌时更喜欢具有棱角外形的产品。产品形状

和品牌性别形象的感知匹配度在其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一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未在实验中直接测量信息处理流畅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处理流畅

性对产品评价的影响发生在潜意识层面，即被试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处理产品信息时的积极体

验是源自信息处理的流畅性(Winkielman et al., 2003)。尽管我们可以在被试完成选择之后直

接测量他们在处理产品信息时的流畅体验，但是实验刺激物只是一张产品图片，被试的平均

阅读时间仅为 17.24 秒(SD = 14.57)，因此不同的实验组在流畅性体验上的差异难以被量表捕

捉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产品形状和品牌性别形象的匹配度作为中介变量并通过数据分

析加以验证。由于在本研究中感知匹配度是处理流畅性的前置影响因素，且该变量的中介作

用说明被试的确依赖于形状—性别的联结进行产品选择，因此我们认为该实验的结果较好地

展现了该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使研究内容与我们的逻辑推理保持一致。 

 

意见 3：代言人与商品的融合。在实验 3 和 4 中，代言人和商品形象没有融合在一起。被试

先看了代言人，再看到商品形状。以如此流程得到的结果可能反映了启动效应（不是匹配效

应），即被试先看到了一个男性形象，启动了男性化的概念，接下去选一个具有男性化特征

的商品形状。更好的做法是代言人拿着商品（手表盒、矿泉水），这样才能说明加工流畅性

和匹配效应。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在本轮修改中我们设计了新的实验 4

重新验证匹配效应。在该实验中，我们通过两个真实品牌来操纵品牌性别形象，并在产品图

片中将品牌名称直接刻在产品表面(附录 4，参见 p.23)。因此，当被试阅读完实验任务说明

后，他们会同时看到品牌名称与不同形状的产品，然后做出选择。 

 

意见 4：作者提出了形状-性别内隐联结。究竟什么是内隐联结？为什么会只存在内隐层面

的联结而不是外显的？目前，这部分内容没有解释清楚，建议对此进行更细致的阐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在本轮修改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两方

面的工作以明确说明为什么形状—性别联结是内隐而非外显的。 

(1) 在理论推导部分，我们增加了对于什么是内隐联结以及为什么形状与性别之间的联



结是内隐的而非外显的相关论述。具体而言，内隐联结是指个体在意识层面上无法认识到该

联结的存在；他们根据这一认知联结所产生的行为反应是自发的，不受意识所控制

(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 Goff, Eberhardt, Williams, & Jackson, 2008)。比如，Becker

等人(2011)发现相比于圆润的包装，棱角形的包装让酸奶在味道感知上更加强烈。Spence 

(2012)指出形状与味道之间的这一联结是内隐的，无法被个体意识到。也就是说，虽然人们

能看到不同形状的包装，但是他们不会意识到包装的形状会影响他们的产品评价和后续的购

买行为。类似的，Elliot 和 Niesta (2008)认为个体认知中红色与性之间的联结具有内隐性。

他们发现男性认为处于红色背景中的女性比处于其他颜色背景中的女性更具吸引力，但他们

却无法意识到影响他们判断的是背景颜色。我们认为形状与性别之间的联结同样具有内隐特

征。由于这种联结源自生理联系的抽象延伸和基于象征意义的隐喻，个体并不会在意识层面

上认识到形状是具有性别象征意义的，也不会认识到这种联结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参见

pp.2-3)。 

(2) 更重要的是，根据文献中对内隐联结的检验方法，我们新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形

状—性别联结的内隐性(修改后论文的实验 3，参见 pp.8-9)。已有研究往往通过让被试解释

自己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来验证认知联结的内隐性或外显性(Elliot & Niesta, 2008; Jones, 

Pelham, Carvallo, & Mirenberg, 2004)。比如，Elliot 和 Niesta (2008)认为红色和性之间的联结

具有内隐性。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在实验中首先让男性被试对处于不同背景颜色中的女

性进行吸引力评价，然后询问被试他们的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女性的面部表情、穿着和图

片背景颜色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普遍认为背景颜色的影响最小。这一结果表明红色与性

之间的联结具有内隐性。参照前人的研究，在实验 3 我们要求被试在完成产品选择后做出解

释。实验完成后，我们邀请两位不清楚实验目的的研究助理各自对被试写下的产品选择理由

进行编码，并将被试的回答分为两类：(1)提到收礼者性别的理由和(2)与收礼者性别毫无关

系的理由。结果发现，两位研究助理的编码完全一致。在 97 名被试中，只有 5 人在选择理

由中提到了收礼者的性别。这表明，绝大多数被试在意识层面上并没有认识到收礼者性别对

其产品选择的影响，从而为形状—性别联结的内隐性提供了支持。 

 

意见 5：假设 2a 和 2b 陈述得过于模糊，需要将具体的影响方向（增加还是减少还是匹配）

写清楚，对于中介效应同理。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研究假设部分明确论述了具体



的影响方向(参见 p.4)。修改后的研究假设如下： 

H2a：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偏好之间存在匹配效应。面对男性化品牌时，消费者更

加偏好有棱角而非圆润的产品；面对女性化品牌时，消费者更加偏好圆润而非有棱角的产品。 

H2b：产品形状与品牌性别形象之间的匹配程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

言，面对男性化品牌时，消费者认为有棱角的形状与该品牌的性别形象更加匹配，从而更加

偏好有棱角而非圆润的产品。面对女性化品牌时，消费者认为圆润的形状与该品牌的性别形

象更加匹配，从而更加偏好圆润而非有棱角的产品。 

 

意见 6：在实验 1 中，“典型男性名字”与“典型女性名字”的出现顺序是全部随机打乱的吗？

还是先男后女呈现的？需要交代清楚。一共存在 40 个名字，按照作者的描述，每个名字应

该只出现了一次，其中一些仅出现在方形边框中，一些仅出现在圆形边框中。这种情况下，

被试对出现在不同边框中名字的熟悉度是否相同？被试作答的反应时差异有可能是源于对

名字具有不同的熟悉度。建议加一个后测，确保被试对这些名字的熟悉度相同。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您的疑问解释如下： 

(1) 在实验 1 中，男性名字与女性名字的呈现顺序是全部随机的。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在实验

1 增加了相关实验细节的汇报(参见 p.5)。 

(2) 我们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减少名字熟悉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首先，实验中所用名字由

研究助理通过网络搜索“典型男性名字”和“典型女性名字”获得，并根据熟悉度高和不含生僻

字的标准进行筛选。其次，我们将 20 个男性名字随机分成两组，然后将这两个组随机分配

到圆形边框和方形边框中。我们对 20 个女性名字做同样的随机分组处理。通过这种方法，

名字之间的个体差异会被相互抵消，从而减少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类似对实验被试

的随机分组）。 

通过上述两种措施，我们已经最小化名字熟悉度对实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本轮修

改中，我们在实验 1 补充了对相关实验细节的描述(参见 pp.4-5)。 

 

意见 7：在实验 1 中，除了分析反应时之外，建议还要分析正确率。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本轮修改中，我们汇报了名字分类的正确率(参见

p.5)。具体而言，我们一共测得 4092 个反应时长，名字分类的正确率为 95.09%，且各组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值都大于 0.10)。根据前人文献(Semin & Palma, 2014)，我们将不正确的



分类结果剔除，然后以反应时长为因变量对剩下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意见 8：实验 1 存在一些竞争假设。例如，方框的面积比圆形的面积大，被试可能觉得男性

的体积/体重比女性大，所以把男性姓名与方框进行联结，把女性姓名与圆形进行联结。需

要在实验 1 的讨论中提及这些竞争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赞同您的说法。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实验

1 增加了一个后测以排除这一竞争假设(参见 p.6)。具体而言，我们在主实验所在学校招募了

100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女性 78 人(M 年龄 = 22.33，SD = 2.62)。这些被试都未参加过我们

的主实验。在后测中，每一个被试同时看到实验中所使用的方形和圆形边框，且两个边框的

左右呈现顺序在两组之间变换。被试按要求对两个边框的相对面积大小进行打分(1 = 绝对

是方形边框的面积更大, 4 = 无差异, 7 = 绝对是圆形边框的面积更大)。以面积感知为因变量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边框呈现顺序没有显著影响(F(1,98) = 1.29, p > 0.2)。此外，单样本

t 检验发现，被试对两个边框相对面积的打分显著大于 4(M = 4.54, t(99) = 3.87, p < 0.001)，

即被试普遍认为圆形边框的面积显著大于方形边框的面积。这一结果与竞争解释的方向相

反，从而可以排除这一解释。 

 

意见 9：需要提供实验 2 的实验刺激。实验 2 的被试是外国人吗？需要提供国别信息。 

回应：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实验 2 中补充汇报了被试的国别信息(参见 p.6)，并将实验刺

激物汇报在附录 2中(参见 p.20)。另外，由于我们在本轮修改中新做的实验 4也是在Amazon’s 

Mechanical Turk 网络平台上搜集数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加入了样本国别信息的汇报(参

见 p.10)。 

 

意见 10：实验 3 中的偏好指的是购买偏好还是觉得盒子和手表的搭配和谐？另外，作者没

有报告被试对有棱角的手表盒的偏好，却直接说“男性代言人使得消费者更加喜欢有棱角的

包装”。需要报告四个条件中（男+方，男+圆，女+方，女+圆）的均值和标准差。其它几个

实验中如有类似问题，请一并修改。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已经删掉了原文中的实验 3。在

现有的实验 2，3，4 中，我们都测量了被试的产品选择而非偏好，并根据您的要求详细汇报

了每组被试的选择结果。 



 

意见 11：在实验 4 中，被试先回答包装形状选择（因变量），再回答品牌性别形象（中介变

量），这样会使得中介变量的测量受到因变量的影响。有可能是包装形状的选择偏好导致了

品牌性别形象的感知。应该先测中介变量，再测因变量，或者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顺

序进行平衡。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因变量的测量可能影响中

介变量的测量。但是，在综合考虑两种测量顺序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在新的实验 4 中我们仍

然将中介变量，即产品形状和品牌性别形象的匹配度，放在因变量(产品选择)测量之后。这

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论推导，在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偏好的匹配效应中，无论是形状—

性别联结的影响还是信息处理流畅性的影响都发生在潜意识层面，消费者在进行产品选择的

过程中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影响。如果我们将感知匹配度放在产品选择之前进行测量，那么就

会提醒被试关注产品形状和品牌性别形象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做出产品选择。这样的做法相

当于我们直接操纵了被试的决策过程。相反，如果我们先测量产品选择再测量感知匹配度，

那么被试的决策过程没有受到任何操纵。在此前提下，我们发现感知匹配度起到了完全的中

介作用，从而为我们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在理论上，被试对匹配度的判断主要受到

形状—性别联结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选择结果的影响。基于上述理

论层面的考虑，以及现有文献中也有学者将中介变量放在结果变量之后测量的先例(Jiang et 

al., 2016; Kim, Park, & Schwarz, 2010)，我们最终决定先测量产品选择，然后测量感知匹配度。

为了尽量减少产品选择对感知匹配度的影响，我们将两个变量放在不同的页面里测量。 

 

意见 12：由于形状和性别有关系，作者可考虑在分析数据时，将被试本身的性别纳入考虑。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修改后论文中的实验 3 和实验

4 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探究被试本身的性别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实验结果，具体结果如下： 

在实验 3 中，我们以产品选择为因变量(0 = 有棱角的产品，1 =圆润的产品)，收礼者性

别为自变量(0 = 男性，1 = 女性)，被试性别(0 = 男性，1 = 女性)为控制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礼者性别对产品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 = 0.81, p = 0.05)，被试本身

的性别与产品选择的相关关系不显著(p > 0.2)。 

在实验 4 中，由于两个品牌的感知高端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为了控制品牌高档

性对产品选择的影响，我们在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析中同时加入品牌高档程度和被试性别



作为控制变量。首先，我们以产品选择为因变量(0 = 有棱角的 U 盘，1 = 圆润的 U 盘)，品

牌性别形象为自变量(0 = 雨果博斯，1 = 香奈儿)，品牌高档程度和被试性别为控制变量，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品牌性别形象对产品选择的影响依然显著( = 1.12, p = 

0.035)，而品牌高档程度和被试性别与他们的产品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关系(p > 0.40）。接下来，

我们在中介效应的分析中加入品牌高档程度和被试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品牌性别

形象对感知匹配度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1.00, t = 2.08, p = 0.04)，感知匹配程度对产品

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β = 0.91, z = 4.68, p < 0.001)；在控制住品牌性别形象的直接效应后

(β = 0.62, z = 1.02, p = 0.31)，感知匹配程度的中介效应所在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95% CI = 

0.03 ~ 2.09)。而品牌高端程度和被试性别的影响均不显著(p 值都大于 0.10)。 

这些结果表明，消费者在评价不同形状的产品时主要依据与消费情境相关的性别线索。

因此，当他们为自己选择产品时会根据自己的性别选择具有相应形状的产品。当他们为别人

选择产品做礼物时会根据收礼者的性别进行产品选择。当品牌本身具有明显的性别形象时，

他们会根据品牌的性别形象进行产品选择。在后两种情境中，由于消费者自身的性别与具体

的消费情境无关，因此该变量不会影响他们的产品选择。 

 

意见 13：文字表述具有很浓的英文痕迹。例如，文中多次出现“相反地”，用“相反”即可。还

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另外，英文摘要中，“(t(92)”，括号不用斜体。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我们根据您的意见，在文章中做出了相应的修改。 

(1) 我们将文中提到“相反地”的地方全部替换成“相反”。 

(2) 我们将英文摘要中“t(92)”改成了非斜体“t(92)”。 

此外，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针对论文的表述方式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认真的审校，确保文

字表述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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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有几处句子不通的地方，如“我们出了一个全新的影响消费者包装形状偏好的情境

因素”、“从而拓展了我们的研究发现的适用范围。”、“更重要的是，品牌性别形象作为中介

变量，其所在的置信区间显著地偏离 0”，是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不是中介变量的

置信区间偏离 0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我们根据您的意见在文章中做了如下修改。 

(1) 我们将“我们出了一个全新的影响消费者包装形状偏好的情境因素”这句话修改为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影响形状偏好的因素——性别”(参见 p.1)。 

(2) 根据重新设计的实验，“从而拓展了我们的研究发现的适用范围”这句话在原文中删

除。 

(3) 我们将“更重要的是，品牌性别形象作为中介变量，其所在的置信区间显著地偏离 0。”

这句话修改为“感知匹配程度的中介效应所在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参见 p.12)。 

此外，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针对论文的表述方式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认真的审校，确保文

字表述通畅。 

 

意见 2：实验 2a，对于其他三种产品，性别对被试的产品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如何解释？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您的疑问解释如下： 

在实验 2a 中(修改后论文的实验 2)，其他三种产品是混淆产品，而非目标产品。它们的

两个备选项在产品形状上没有差异，仅在材质或颜色上有所区别。我们在问卷中加入混淆产

品的目的是防止被试猜出实验目的。结果表明，被试的性别对混淆产品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所有 p 值都大于 0.30)，只是对目标产品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充分表明形状—性别

的联结影响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 

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在实验部分补充汇报了加入这三种混淆产品的原因和数据分析结果

(参见 p.7)。 

 

意见 3：表 1 的有些统计结果没对齐需要规范。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我们根据您的修改意见对文章中表格的统计结果进行

了对齐(参见 p.7)。此外，我们对文中的图和表格再次进行了校验，以确保所有的图表符合

规范。 



 

意见 4：被试的说明中年龄只给均值，需要补充标准差。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意见，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在所有实验中都汇

报了样本的平均年龄和标准差。为了方便您的阅读，我们将修改后实验中被试的描述统计信

息展示如下： 

(1) 实验 1 中，样本的平均年龄 21.92 岁，标准差为 2.68(参见 p.4)。 

(2) 实验 2 中，样本的平均年龄 40.03 岁，标准差为 13.06(参见 p.6)。 

(3) 实验 3 中，样本的平均年龄 22.34 岁，标准差为 2.67(参见 p.8)。 

(4) 实验 4 的第一个实验任务中，样本的平均年龄 35.10 岁，标准差为 11.35；第二个实验

任务中，样本的平均年龄 36.20 岁，标准差为 11.91(参见 p.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内隐联结”、“匹配”、“加工流畅性”等这些概念都在文章中交错出现，但这些概念

之间的内在关系表述得不是很清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文章中，“内隐联结”、“匹配”、“加工流畅性”等概

念之间互相关联，但他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我们在前言部分 1.3 中的理论推导，现将

三个概念和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阐释如下：内隐联结在本文特指性别和形状在个体认

知中的联结，且这种形状—性别联结是内隐的，即在潜意识中影响个体的决策和偏好。由于

男性与棱角相联结而女性与圆润相联结，从而导致消费者认为棱角型产品与男性品牌更匹

配，圆润型产品与女性品牌更匹配。感知匹配度提升了信息加工流畅性，从而导致更高的产

品偏好。我们将该效应称为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的匹配效应。综上所述，内隐联结是导

致匹配效应的理论基础，加工流畅性是匹配效应的心理机制。 

我们在修改中为了进一步加强论证三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论文内容做出如下的主

要修改： 

(1) 在研究假设部分加强了对三者关系的论证，并总结说明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参见

p.3)。 

(2) 在未来的研究方向部分，进一步说明匹配效应和加工流畅性之间的关系(参见 p.14)。 

 



 

意见 2：研究方法中，“采用内隐态度测量的方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为“采用内隐联想

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文章中相应的地方做出了修改。 

(1) 在研究方法的概述部分，将“采用内隐态度测量的方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改为“采

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参见 p.4)。 

(2) 在实验 1 的讨论部分，将“实验 1 采用内隐态度测量的方法”改为“实验 1 采用内隐联想测

验的方法” (参见 p.6)。 

 

意见 3：2.1.3 和 2.3.3 的实验结果中，不显著也要报告具体的 p 值。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实验 1 和实验 3 的数据结果中

补充汇报了不显著的具体 p 值(参见 pp.5-6，p.9)。此外，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其他实验（实

验 2 和实验 4）中也补充汇报了具体的 p 值(参见 p.7，pp.11-12)。 

 

意见 4：表 1 应使用三线表。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我们根据您的修改意见将表 1 改为三线表的形式(参

见 p.7)。 

 

意见 5：实验 4 中先测了因变量，再测了中介变量。是否可能反向建立一个中介模型，即将

产品选择作为中介变量，匹配度作为因变量。如果这个中介模型不成立，可以进一步为作者

的观点提供证据。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反向建立了一个中介模型，由于中

介变量是分类变量，我们使用三步法进行检验(Baron & Kenny, 1986)。结果显示，当产品选

择作为中介变量，匹配度作为因变量时中介效应显著。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结果是因为产品

选择和匹配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均与被试对产品形状的感知有关，因此数据上表现的产品选

择对匹配度的影响无法说明问题。在理论上，被试对匹配度的判断不会受到产品选择结果的

影响。 

此外，我们在设计实验时考虑到如果产品选择放在中介变量感知匹配度之后可能会带来

一些问题。比如这会提醒被试关注产品形状和品牌性别形象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做出产品选



择。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我们人为使得匹配程度在被试的决策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线索，进而影

响产品选择，这样即使得出相似的结论也无法为我们的研究假设提供有力的支持。考虑到现

有文献中，不少研究将中介变量放在结果变量之后测量(例如 Jiang et al., 2016; Kim, Park, & 

Schwarz, 2010)，我们在实验中最终决定先测量产品选择，然后测量感知匹配度。 

 

意见 6：2.4.3 中的“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应为“多元方差分析”。 

回应：十分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在文章中做出了相应的修改。我

们将“通过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发现”改为“通过多元方差分析发现”(参见 p.11)。 

此外，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针对所有实验中数据分析方法的表述进行了认真的审校，确

保文字表述准确。 

 

意见 7：本文对匹配的内在机制探讨不是很充分。作者认为匹配的机制是加工流畅性。但目

前实验 4 中采用的两个关于匹配度的问题很难说明加工流畅性。是否可能采用一些实验任务

来反映加工流畅性？比如采用类似实验 1 的内隐联结测验，如果女性化品牌和圆形产品呈现

时比方形产品反应时更短，男性化品牌和方形产品呈时比圆形产品反应时更短，也许可以一

定程度上反映加工流畅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您的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因此我们重新检验了实验

4 中被试在进行产品选择时的页面停留时间，以此作为加工流畅性的代理测量方式。结果显

示，看到女性化品牌香奈儿和男性化品牌雨果博斯的两组被试在产品选择时间上没有显著差

异(F(1,84) = 0.16, p = 0.69)。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实验 4 中的产品图片设计简单，信息量

较少，所以两组被试在反应时长上的微弱差异难以被问卷系统捕捉到。此外，我们对您提出

的测量加工流畅性的方法的效度有一点顾虑。从理论上看，反应时长测量了概念之间的联结

强度，即被试对两个联结更为紧密的概念做出更快的判断(Crisp et al., 2009)，而加工流畅性

是指被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一种主观体验。如果使用反应时长对加工流畅性做近似的测

量，测量效度可能不高。 

在本研究中，品牌性别形象和产品形状的匹配效应的完整理论模型如下：消费者在认知

中已经建立起的形状和性别的内隐联结影响他们对品牌性别形象与产品形状之间的匹配度

感知。匹配度感知进而影响消费者在处理产品信息时的流畅性(Aaker & Lee, 2006; Cesario, 

Grant, & Higgins, 2004)，进而影响他们的产品偏好。在该模型中，感知匹配度和加工流畅性



先后起到中介的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匹配度感知而非加工流畅性作为中介进行验证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根据我们的理论推导，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匹配度的中介效应，那么就能有效证明

形状和性别之间的内隐联结是该效应的理论基础。实验 4 发现感知匹配度完全中介了品牌性

别形象对不同形状产品偏好的影响，这为我们的理论模型提供了支持。而对于信息加工流畅

性而言，其前置变量有很多，匹配度感知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单独验证流畅性的

中介作用不足以证明形状—性别内隐联结与匹配度之间的关系。其次，加工流畅性对产品选

择的影响是潜意识的，即被试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处理产品信息时的积极体验源自信息加工流

畅性(Winkielman, Schwarz, Fazendeiro, & Reber, 2003)。鉴于产品图片的设计较为简单，且被

试的平均阅读时间仅有 17.24 秒(SD = 14.57)，因此不同组被试的流畅性体验难以被精确测

量。尽管如此，我们完全认同您所提问题的重要性，故此我们在研究局限性中增加了对该问

题的探讨(参见 p.14)。 

 

意见 8：术语表述要统一。例如，1.1 问题提出部分，第二段 “相依型自我构念”和“依赖型

自我构念”指的是同一个概念吗？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评阅。相依型自我构念和依赖型自我构念指的是同一个概念，

对应英文中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是自我构念的其中一种。以往文献对这一概念

的中文翻译有所不同。比如，谢雪贤、刘毅和吴伟炯(2012)使用的术语是“依赖型自我构念”；

王海忠、范孝雯和欧阳建颖(2017)使用的术语是“相依型自我构念”。由于在本研究中我们直

接引用了王海忠等人的研究结论，为了尊重作者所使用的表述，在本轮修改中，我们统一使

用“相依型自我构念”，将文中提到“依赖型自我构念”的地方修改为“相依型自我构念” (参见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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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希望能将反向中介模型的结果及对这个中介模型显著但不影响理论推导的原因放在

正文中。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论文内容做出如下的修改： 

(1) 在实验 4 的实验流程描述中进一步说明中介变量放于因变量之后测量的原因(参见

论文正文 p.11)。 

(2) 增加一个脚注补充汇报反向中介模型的结果，并对该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讨论(参见

论文正文 p.11)。 

 

 


